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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中西方城市建成环境与行为关系研究
的背景差异

20 世纪以来，欧美国家受城市蔓延的影响逐渐

形成了小汽车依赖的出行方式，交通拥堵之下相伴

而生了尾气排放、环境污染，并进一步危害居民的

身体健康 [1-2]。如图 1所示，随着这些城市病逐渐严峻，

环境、社会和经济三方出现失衡，城市的良性发展

受到了制约。为扼制负面效应的持续放大，规划学

者、地理学者和政府管理者开始回归对城市建成环

境的思考，探索通过空间优化来减少居民对于机动

车的依赖 [3]。一方面，建筑设计师与规划学者发起

新城市主义运动，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应用精明

增长和紧凑城市理念指导实践，控制城市蔓延，鼓

励居民转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[4-5] ；另一方面，学者

从空间分析入手，建立城市空间要素指标与出行行

为指标的线性关联模型，识别出建成环境各类要素

的作用效应，从而提出优化建议 [6-8]。整体而言，上

述两种思路本质上都着眼于建成环境本身的要素配

置，通过发展紧凑土地利用，减少远距离出行需求，

从而缓解汽车依赖。

相较于西方城市，中国城市经历了从高度计划

经济到土地开发市场化的发展历程（图 1）。起初，

在“单位制”的背景下，综合居住区的规划理念致

力于构建单位大院内部的职住平衡，步行和自行车

成为早期主要的出行工具 [9]。改革开放以后，“单位

制”开始瓦解，人口不断涌入城市，刺激了对于城

市空间的需求，在早期土地开发市场化的制度支持

下，城市进入大规模扩张建设阶段。然而，早期城

市扩张主要表现为郊区化的高密度蔓延、“摊大饼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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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张，间接导致了职住分离、基础设施供给不足、机动车保

有量高速增长等一系列城市、环境和交通问题 [10-11]，进而组

合多中心的总体规划和社区生活圈成为破解上述城市问题的

重要手段。其中，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，鼓励发展多中心空

间结构来分散居住和就业 ；在社区规划层面，推进社区生活

圈建设以实现居民日常需求的就近供给。这些策略都凸显了

中国城市空间规划的实践特点，同时也引发了思考——有必

要根据中国的城市空间特征开展研究工作，从而获取能够有

效指导规划实践的政策建议。

综上所述，中国的城市发展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有

相似性，如都面临职住分离引发的对机动化出行的依赖，但

也有显著不同的地方，如西方城市机动化的背后普遍是低密

度城市蔓延，而中国在机动化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高密度、高

混合度的城市形态 [12]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，中国城市的

总体规划长期以来鼓励对土地功能的混合利用，并制定了严

格的标准。由此，应对西方城市交通问题的土地致密化策略

和混合土地利用等开发策略面对中国的交通问题能否发挥作

用，尚待进一步探讨 [13-14]。

1  西方城市蔓延背景下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研究

西方城市的蔓延扩张及其所带来的交通、环境等问题经

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[15]。1920 年代，西方

发达国家进入汽车出行时代，小汽车出行的便捷激励大批中

产阶级迁往郊区追求更适宜的生活环境。这一背景下，西方

城市开始低密度向郊区扩张，汽车依赖的出行方式也渗透进

居民的日常生活。1960 年代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、交通拥堵、

环境污染以及种族隔离等城市问题愈演愈烈，并逐渐扩大成

为社会问题。“城市蔓延”作为对过去城市发展方式的反思

引起热议，如何对城市开发实施有效的引导和管控，成为学

者和城市管理者关注的焦点 [16-17]。由此，城市规划学者和规

划师开始从发展理念和实证研究两条路径开展探索，尝试通

过建成环境优化，引导西方城市居民转向使用更加可持续的

出行方式。

1.1  西方建成环境规划理念对比：新城市主义、精明增

长和紧凑城市
1920 年代以来，邻里单位的设计助推了西方城市构建

迎合汽车使用的城市形态，而新城市主义运动、精明增长和

紧凑城市所倡导的城市发展理念是对过去城市功能空间的重

新组织 [3,18]。

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于 1970 年代，是当时规划师为缓

解战后美国城市低密度扩张蔓延带来的汽车长距离通勤、交

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所掀起的一场

有关城市规划设计的变革 [19]。借鉴传统“邻里单元”的社区

规划模式，建筑师和规划师基于对公共设施和社会多元融合

理念的关注，重组整合提出了更加关注人本的“传统邻里开

发”（TND: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）和“公交

导向开发”（TOD: Transit-Oriented Development）两种模式。

其中，TND 关注多元公共服务设施的混合布局并服务于居

民，以实现就近步行可达，通过在紧凑集约的邻里空间内满

足居民日常的活动需求来减少对汽车出行的依赖 [20]。TOD

则更关注围绕公共交通枢纽发展多功能服务社区，强调以公

共交通站点为中心，集聚商业、办公、居住、休闲等多元服

务设施，发展高密度、高混合利用的车站空间，同时方便不

同交通工具的便捷转换，构建公共交通友好型的社区环境 [21]。

另外，部分美国规划学者提出精明增长理念，旨在根据

城市蔓延的特征进行反向管控 [22]。区别于新城市主义从设计

层面和街区尺度关注功能空间的组织优化，精明增长更加侧

图 1  中西方城市发展和空间结构变化的背景对比

1920 1960 1970 1980 19901950 2000 2010



61 2023 Vol.38, No.6国际城市规划

鲁大铭  赵雅静  张文佳    中西方城市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研究比较

重宏观的管控——尝试从城市尺度提出一系列遏制城市蔓延

增长的规则来限制城市侵占郊区生态空间、农业空间，实施

无序、低密度的城市扩张建设 [23]。事实上，就内涵来说，精

明增长与新城市主义大同小异，皆聚焦于发展紧凑的空间组

织方式，关注多种交通出行方式的公平性。

紧凑城市理念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欧洲社区委员会在

环境绿皮书中所倡导的“边界内开发、高密度、混合功能、

公交导向”。紧凑城市理念以延续欧洲历史上高密度城镇发

展方式应对战后欧洲城市蔓延，指出要限制郊区的发展，必

须通过改善城市的空间环境、鼓励恢复城市的活力来吸引

居民重新回归市中心 [24]。具体的空间发展策略包括 ：关注

公共空间以及生态绿地的保护 ；发展混合土地利用，实现

居民日常服务设施供给的公平性与可达性 ；划定城市增长

边界，鼓励高容积率发展 ；促进公共交通的发展规划，改

善小汽车依赖出行的同时提高居民前往各类设施的可达性 ；

等等 [25]。

除规划理念的发展之外，西方城市的理论研究也受到当

时当地城市基本特征的影响。首先，西方低密度、单一土地

利用的蔓延式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密度和多样性等建成环境要

素的变化成为研究的关注点，其研究往往假设只要对建成环

境的各个指标进行适度增加便可以优化出行行为（即增量优

化），如通过致密化的发展策略减少机动车的购买率和使用

率等 [22-23]。其次，上述理念与应用假设引导实证分析更多关

注特定建成环境的改变是否能够显著影响出行行为，即显著

性，以及每增加一定比例的建成环境指标能够带来多大比例

的行为结果优化，即弹性 [6-8]。由此，这两个关键研究问题

使得西方多数的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关系的实证研究立

足于线性假设的相关分析上，旨在回答：每增加（或减少）

1% 的建成环境要素，可以何种程度降低（或增加）特性出

行行为的百分比。

1.2  强调增量优化的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实证研究

依赖于线性分析
在西方城市语境下，强调增量优化使得建成环境与出行

行为之间的显著性和弹性分析成为焦点，而显著性与弹性均可

通过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之间的线性回归建模估算得到。在

建成环境端，相关实证研究普遍采用尤因和塞韦罗（Ewing & 

Cervero）在 2010 年归纳的 5D 框架，包括密度（density）、

土地利用多样性（diversity）、城市设计（design）、到目的地

的距离（distance to destination），以及到公共交通站点的距

离（distance to transit）五个方面 [7]。在出行行为端，多数研

究关注与出行模式有关的变量，包括机动车出行距离（VMT: 

vehicle miles traveled）、步行距离（walking distance），以及地

铁乘坐人数（metro ridership）等；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可能影

响出行行为的变量，包括汽车拥有量（car ownership）、职住

平衡（jobs-housing balance）等。由此，学者开展了大量针对

西方城市的线性模型实证研究，为理解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

出行行为的显著性和弹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证据。

以小汽车出行为例，已有研究表明建成环境变量对

VMT 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显著性程度（表 1）[7-8]。首先，到达

城市中心距离（distance to downtown）、人口密度（population 

density）、基于汽车的就业可达性（job accessibility by auto）

和交叉路口密度（intersection density）等指标通常与 VMT

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水平，即在 1% 或 5% 水平上显著，说

明改变上述指标具有较大可能性影响 VMT。其次，土地利

用混合度（land use mix）、就业密度（job density）、四岔路

口的比例（% four-way intersections）和到达最近公共交通汽

车站点的距离（distance to nearest transit stop）等与 VMT 通

常表现出较低的显著性水平，即在 10% 的水平上显著，说

明这些变量具有一定可能性影响 VMT。最后，基于公共交

通的就业可达性（job accessibility by transit）和职住平衡通常

与 VMT 呈现出不显著关系，说明改变这些变量很大程度上

无法有效影响 VMT。总体而言，显著性检验为理解“建成

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关系的稳定性提供了定量化的测度，也为

不同规划手段的可靠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。

在影响程度方面，已有研究证明建成环境变量对 VMT

具有不同弹性的作用 [7-8]。根据尤因和塞韦罗 [7] 以及史蒂文

斯（Stevens）[8] 两篇元分析综述文献，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，

到达城市中心距离（取倒数）对 VMT 的平均弹性系数位列

所有建成环境中的首位，约为 -0.22 或 -0.34（表 1）。这说

明居住地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减少 1%，居民家庭的 VMT 减

少 0.22% 或 0.34%。类似地，其他弹性较高的变量还包括 ：

表 1  基于元分析文献综述的建成环境与 VMT 的关系估算

变量 尤因和塞韦罗 [7] 史蒂文斯 [8]

到达城市中心距离 -0.22a -0.34a

人口密度 -0.04a -0.10a

基于汽车的就业可达性 -0.20a -0.20a

交叉路口密度 -0.12a -0.14a

四岔路口的比例 -0.12b -0.06b

土地利用混合度 -0.09b -0.03b

到达最近公共交通汽车站点的距离 -0.05b -0.05b

就业密度 0.00b -0.01b

基于公共交通的就业可达性 -0.05c 0.00c

职住平衡 -0.02c 0.00c

注： a 为较高的显著性水平（1% 或 5%）；b 为中等的显著性水平（5%

或 10%）；c 为不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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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密度（-0.04/-0.10）、基于汽车的就业可达性（-0.20/ 

-0.20）和交叉路口密度（-0.12/-0.14）。由此，相较于其他

建成环境要素，增加人口密度、基于汽车的就业可达性和交

叉路口密度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降低 VMT。此外，对 VMT 影

响弹性较小的变量包括：四岔路口的比例（-0.12/-0.06）、
土地利用混合度（-0.09/-0.03）、到达最近公共交通汽车站

点的距离（取倒数；-0.05/-0.05）和就业密度（0.00/-0.01）
等。这一结果说明降低上述建成环境因素，通常只能在较小

的程度上降低 VMT。同时，也有部分指标（如基于公共交

通的就业可达性和职住平衡等）被证明在多数情况下，对

VMT 影响的弹性系数非常有限，甚至趋近于 0。
综上所述，基于线性关系假设的实证分析体现了西方城

市背景下建成环境对出行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，也回应了城

市发展的实践需求，为指导空间规划和降低汽车依赖提供了

有力的支持。显著性和弹性的测度结果回应了新城市主义运

动、精明增长和紧凑城市等理念提出的发展策略，并且基于

实证分析获得了普遍结论——鼓励发展紧凑的城市空间，提

升密度，发展多功能混合集聚，加大公共交通设施供给，增

加设施的就近配置实现步行出行，能够对于缓解机动车依赖

提供支持，并有效引导城市以及社区环境向着更为人本化的

方向发展。

2  中国高密度城市背景下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研究

中国的城市在 197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步入了快速发展

阶段，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也逐渐暴露在大众的

眼前。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和学者广泛借鉴了西方城市的发展

策略。在政策方面，鼓励职住平衡的土地利用政策，发展公

共交通系统建设，营造步行 / 自行车友好型的城市环境以鼓

励居民绿色出行。同时，学界开始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开展

有关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互动关系的探讨，经过近十多年的

发展，已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[26-28]。然而，不同于西方市场导

向的城市蔓延，中国的城市蔓延是在高密度中心城区持续发

展的基础上，为满足持续扩张的人口承载需求所进行的郊区

用地低效、分散开发 [29]。

2.1  中国城市空间布局规划演进：城市空间结构与居住

区单元规划
中国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包括宏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

和微观的居住单元调整两个方面 [28,30]。通过回顾空间规划政

策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生活理念，笔者尝试从制度理论层面理

解城市空间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过程。

在宏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，中国城市经历了从

高度计划经济下的严格的功能分区到市场化下的城市蔓延发

展，再到有计划的多中心发展的过程。如表 2 所示，1970 年

代以前，计划经济时代下中国通过建立城市功能分区和“单

位制”直接组织和管理城市生产生活 [9]。不同功能分区内的

各个单位形成的封闭围合的空间参与城市发展运作，也相应

塑造了城市整体空间格局，同时庞大的公共交通体系支撑了

城市内部的居民日常出行需求 [31]。随着 1970 年代后期市场

经济体制改革，市场力量突破了计划时代下形成的单位格局，

到 1990 年代末期，快速城镇化带动了城市建成区空间的扩

张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使不同要素对于城市区位的选

择更加自主。此外，城市蔓延和城市综合交通设施体系的构

建不可避免地相互促进，中国的大城市逐渐不同程度地陷

入了“摊大饼”的发展状态 [32]。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中国特

大城市以构建“舒展的紧凑城市系统”为目标，在发展战略

中都明确提出多中心的发展模式 [30,33]。然而，市场进行资源

配置在打破原有单位格局的同时加大了职住空间的“撕裂”，

城市就业的集中分散能否达到规划预期的目标仍有待进一步

检验。

在微观的居住区单元规划调整方面，中国城市经历了从

统一计划供给到“以人为本”的个性化供给，逐步寻求公共

服务均等化配置的过程 [34-35]。1970 年代之前，中国的居住区

规划严格构建了服务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大院，构建了城市

表 2  中国城市居住区规划发展历程

时期 1949年—1950年代初 1950代末—1970年代末 1970年代末—1990年代中后期 1990年代中后期—2012年 2012年至今

空间范围 邻里单元 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两级 居住区、居住小区以及居住组团三级 15、10、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三级

发展理念
基于邻里单位的住宅

布局与服务设施

先生产再生活；批量模式化建设；按计划指标统一配套公建 住房市场化；设施多元化；

居住环境提升

以人为本 ；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 ；

小街区密路网

空间策略 以小学为中心的单元 根据居住区人口定额配套 基于千人指标的规划配置 在不同层级空间范围的差异化供给

管理体制
街道制为主体 单位制为主体；街道管理

制为辅助

街道管理制占主体 社区制与街道管理制并行

行为主体 政府主体 政府主体与单位制并行 市场主体与政府主体并行

政策文件
— 原国家经委颁布的定额指

标文件（1964 年） 

原国家建委 《城市规划定额指

标》 （1980 版）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

范》（2002 版，2016 版）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2018

版，2020 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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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具有“小福利国家”性质的组成单元，使城市居民可以

在单位内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，步行和自行车可以支撑单位

大院内大多数的日常出行。随着 1970 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潮

流的渗透，市场制度萌芽、兴起，单位制逐渐瓦解，市场主

体参与到居住区配套建设中，“全国住宅建设试点小区工程”

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出台，加速了服务设施多

样化的供给。1990 年代末期，房地产的市场化进一步强化

了市场实施配套建设的主体地位。然而，由于早期的商品房

建设对于配套设施的供给远远不足，同时大量地处郊区的居

住区功能单一，生活其中的居民只能通过前往中心城区满足

必要的休闲娱乐活动，长距离的交通需求又间接促进了机动

化快速发展。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国家的城镇化速度开始放缓，

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暴露出来，老龄化进程加快，城市的发展

从重视空间数量转向关注空间品质升级，“人”的需求逐渐

被视为规划的重点。由此，“小街区、密路网”的街区设计、

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等一系列措施致力于完善社区功能，营

造满足多元服务需求的城市街区，同时引导居民个体回归绿

色低碳出行。

2.2  模仿西方增量优化线性逻辑的中国城市建成环境与

出行行为实证研究
在过去十多年，中国学者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一

系列有关中国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。根据王

冬根和周萌（Wang & Zhou）的综述性文献，在建成环境端，

关注最多的变量包括 ：职住平衡、公共交通可达性（transit 

accessibility）、社区类型（neighborhood type）、人口密度和

居住区位（residential location）等；主要关注的城市涵盖北

京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和杭州等 [37]。在出行行为端，出行时

间 / 距离 / 频率（travel time, travel distance, trip frequency）、

通勤时间 / 距离（daily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）、出行

模式选择（transport mode choice）等变量成为主要的研究 

对象 [37]。可见，学者开展了对中国城市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

为”关系的探索。

同样以小汽车出行距离为例，在建成环境与 VMT 关系

的显著性程度方面，虽然一部分中国研究验证了西方研究的

理论假设，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差异化的结论。例如：

部分研究发现，较高的人口密度和较高的土地利用混合度与

VMT 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[38] ；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人口密

度或土地利用混合度与 VMT 的关系可能并不显著 [14,39]。一

个可能的解释在于，中国大城市的密度和混合度水平普遍远

远高于西方城市，因此进一步提高密度和混合度能够带来的

降低 VMT 的边际效益不断降低，这一发现也暗示了在中国

城市推进致密化发展可能会收效甚微 [14]。此外，职住平衡、

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在西方城市与 VMT 的关系并不显著或显

著性较低的建成环境要素，却在中国城市呈现了与 VMT 较

高的显著性关系 [14,30,40-41]。有限的实证研究均表明，直接使

用起源于西方城市研究的 5D 框架解释中国城市的“建成环

境—出行行为”的关系可能并非最优方案。由此，立足中国

城市的发展历史和规划哲学，结合西方研究经验，提出适用

于中国城市的建成环境评估框架已经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重

点问题。

在弹性的测度方面，基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同样提出了与

西方城市不同的研究结论 [37,42]。例如张文佳等（Zhang et al.）

在北京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人口密度对 VMT 影响直接效应的

平均弹性约为 0.45——这一发现不但大于西方城市普遍的

弹性系数，而且人口密度对 VMT 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[14] ；此

外，虽然多数中国城市的研究没有计算相应的弹性系数，但

是部分研究也发现人口密度与机动车使用之间呈现出正向或

不显著的关系，从而也间接说明了 5D 框架并非解释中国城

市的最佳方案 [39,41]。上述发现同时呼应了国际上关于紧凑城

市谬论（the compact city fallacy）和强化悖论（the paradox of 

intensification）的讨论，即超高密度的增长可能会导致 VMT

的增加 [43-44]。一个最为主要的解释在于，密度乃至所有建成

环境要素对出行行为的影响都并非线性，尤其是在中国高密

度、高混合度的城市背景下，当密度增长超越阈值，其对

VMT 的影响可能失效甚至会发生反转 [14]。此外，除密度外，

在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公共交通可达性等方面，也有研究提出

了与西方研究相左的结论 [40]。上述研究发现直接表明，西方

城市研究长期沿用的线性关系假设在中国并不适用，尤其是

面对不同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城市时，更需要非线性的关系探

讨，才能更准确地探索中国城市语境下的“建成环境—出行

行为”关系研究 [42]。

综上所述，值得肯定的是，早期直接模仿西方的实证思

路为理解中国城市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的关系提供了基

础，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构建立足中国城市特征的研究范

式已经成为最为紧迫的学科问题。一方面，我们亟须构建适

用于中国城市背景的建成环境评估框架。5D 的建成环境评

估框架起源于西方学者对西方城市长期的思考和探索，与西

方城市低密度、低混合度和汽车依赖，增量优化与线性发展

的规划思维，以及高度市场化、资本化的制度息息相关。然

而，回顾中国城市规划长期以来在区域结构、社区规划和公

共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探索，一个基于可达性视角的 3A 框架

（区域可达性、社区可达性与公共交通可达性）也许能够提

供更加优化的评估方案 [14]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亟须形成基于非

线性假设的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研究范式。线性假设源

于西方城市建成环境要素的分布范围，考虑到中国城市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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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高混合度和丰富的公共交通体系，非线性假设表现出了

对中国城市研究更好的匹配性 [30]。

3  中国高密度城市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关系
研究需要强调非线性优化

通过对中西方城市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相关文献的

分析，不难发现将线性关系假设直接应用于中国城市研究，

难以指导高密度背景下的建成环境优化。因此，本论文尝试

提出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的非线性关系的假设，即随着

建成环境变量的均匀变化，出行行为变量不一定始终作出同

等程度的响应。基于非线性关系的假设以及相应的阈值效应，

有助于实现对不同建成环境有效作用范围的测度 [45-47]。

关于探索非线性关系，一项难点在于分析技术的限

制——早期的探索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描述的方法或非线性变

化的方法检验非线性。弗兰克和皮沃（Frank & Pivo）通过描

述性分析识别出就业密度在 25~75 人 / 英亩时，居民使用小

汽车通勤出行的比例会随着密度的增大出现下降；就业密度

到达 75~125 人 / 英亩时，变化则不再显著 [48]。科和曹新宇 

（Ko & Cao）通过引入自变量平方项，探讨了到轻轨的临近

性与周边工商业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，并发现随着到轻轨

距离的增加，工商业价值变化的速率变缓 [49]。张文佳和张明

（Zhang & Zhang）运用了多层多项 Logit 回归，提供了将变量

进行取对数转换回归线性假设来探讨非线性关系的思路 [50]。

上述方法虽然在数据关系的形态上脱离了线性的束缚，

但是仍然没有摆脱线性假设的本质，近期有学者尝试通过引

入机器学习模型或高级计量经济模型，以实现对非线性关系

的直接测度。例如：丁川等（Ding et al.）首次将梯度增强决

策树（GBDT: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）模型应用于建

成环境领域的研究，发现当人口密度从 10 人 / 英亩增加到

25 人 / 英亩，选择汽车出行的概率下降约 1% ；当人口密度

继续增加到 35 人 / 英亩，这一概率降低了约 5% ；而当人口

密度超过 35 人 / 英亩，二者的关系则趋于稳定，形成明显

的阈值效应 [45]。随后，我国学者基于 GBDT 等机器学习模

型又开展了大量的实证工作，证明了非线性关系存在的广泛 

性 [28,47,51]。此外，也有部分学者基于分段函数的思路，尝试

借鉴广义加性模型（GAM: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）测

度建成环境在不同范围对出行行为作用强度的差异性。例

如：帕克等（Park et al.）基于 GAM 模型研究发现，将城市

中心的活动密度维持在 10 000~25 000 人 /km2，道路交叉

口密度保持在 150~300 个 /km2，十字路口的占比在 60% 以

上，公共交通站点 25~150 个 /km2 且能够覆盖 5%~35% 的

就业机会，将最大程度促进步行和公共交通使用，以及减少

VMT[52]。对于上述研究结果，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规模效应

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，直至转变为规模不经济的现象，

即经济学所强调的边际收益递减律（diminishing marginal 

returns）。例如：在人口密度从较低水平增加至中等水平的

过程中，人口集聚形成规模效应，人均 VMT 便随之减少；

当其边际收益逐渐减弱直至趋于“0”值，人均 VMT 便不

再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而变化，从而形成阈值效应 ；或当其边

际效应出现反转时，人均 VMT 逐渐增加，便可能出现“U” 

形关系 [14]。

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之间复杂

的非线性关系，重新审视了传统线性关系假设下可能造成的

研究偏差。尤其是当前中国城市高密度、高混合度，公共交

通系统发达便利，传统致密化的策略面临规划失灵等一系列

理论和实践问题，开展精细化的非线性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

喻。由此，参照有限的基于非线性假设的“建成环境—出行

行为”实证研究，结合测度建成环境变量有效作用范围的规

划目标，本研究从阈值表征的角度尝试对非线性关系的类型

进行划分。

如图 2 所示，基于阈值出现的次数，非线性关系可分为

无阈值表征的非线性、单段阈值表征的非线性和多段阈值表

征的非线性三种类型。首先，无阈值表征的非线性是一种单

调变化关系，即建成环境要素持续变化会导致出行行为持续

变化，但是出行行为变量的变化速率并不均匀，并且在全部

范围内并未出现阈值。已经发现的无阈值表征的非线性关系

可能存在于城市中心可达性与汽车拥有量之间，以及地铁站

点中介中心性与地铁使用量之间等 [28,47]。

其次，单段阈值表征的非线性包含三种子类型。第一

种是单调至稳定关系，即建成环境要素变化会导致出行行为

随之持续变化，但当超出特定范围时，出行行为不再随着建

成环境要素的增加（或减少）继续变化。已经发现的单调增

（减）至稳定的非线性关系广泛存在，如各类土地利用设施

与 VMT 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就业密度与汽车拥有量之间的关

系 [28,30]。第二种是 U 型关系，即建成环境要素变化会持续改

变出行行为，但是在特定阈值前后的影响作用相反。已发现

的 U 型关系可能存在于人口密度与职住距离之间、汽车拥

有量与 VMT 之间 [14]。第三类是间断性关系，即建成环境要

素变化导致的出行行为变化在某一临界点会发生跳跃。已发

现的间断性关系可能存在于社区可达性与汽车拥有量之间，

以及不同土地利用占比与地铁使用量之间 [28,47]。

最后，仍然存在多段阈值表征的非线性这种更为复杂的

关系，可称为多阈值关系，即建成环境要素变化导致出行行

为持续变化，但是出行行为在变化过程中交替出现增减或稳

定状态。已发现的多阈值关系可能存在于公共交通可达性与

汽车拥有量之间 [2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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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总结与展望

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建成环境规划理念的转变，以及

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关系研究的特征，尝试甄别符合中

国城市发展的面向可持续出行行为的建成环境优化方向与实

证分析策略。通过对比分析，本研究发现中西方城市至少存

在三点差异（表 3）。第一，不同于西方城市低密度蔓延的

发展模式，中国城市具有高密度、高混合度的城市特征，为

实证研究提供了迥异的场景。第二，不同于西方城市长期以

来遵循高度市场化的发展导向，中国城市普遍经历了从高度

计划经济到逐渐市场化开放的发展历程，历史规划产物的痕

迹（如单位大院）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今的城市发展。第三，

不同于西方城市高度的汽车依赖，中国城市普遍具有庞大且

丰富的公共交通网络，长期以来支撑了城市内部的出行活动。

理解上述差异对于探索中国城市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的

复杂关系，进而指导中国城市的规划实践具有重大意义。

在理论研究方面，未来的工作应当立足中国城市的独特

性，因地制宜地提出符合中国城市特征的研究范式，至少应

包含两个方面（表 3）。第一，在建成环境的评估方面，已

有的研究广泛证明了源于西方城市的 5D 框架在中国城市的

不兼容，而基于区域可达性、社区可达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

的 3A 框架可能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可能。第二，在“建成

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关系的假设方面，同样源于西方城市的线

性假设主要关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，在诸多方面难

以应用于中国城市研究；而非线性假设可用于评估环境对行

为的影响程度，相关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

新的思路。

此外，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。一方面，起源于新

城市主义、精明增长与紧凑城市的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

研究关注多种交通行为要素，包括 VMT、非机动出行距离

和地铁乘坐人数等，但由于文章篇幅限制，本研究仅聚焦于

VMT 这一项变量，未能全面反映出西方该领域研究的全貌。

另一方面，不同于西方城市（尤其是美国城市）对私家汽车

的高度依赖，中国城市通常具有较好的公共交通设施基础，

这一差异也呼吁着更加中国化的交通行为变量选取，尤其是

以 VMT 为代表的侧重小汽车使用的指标，是否可以直接作

为反映中国城市“建成环境—出行行为”关系的最为准确的

分析视角，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索。

注：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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